論《女誡》的成書原因
李慶華
(湘潭大學　哲學與歷史文化學院,湖南　湘潭　411105)
　《女誡》是我國第一部以儒家正統思想闡述女性教育的專著。全書以卑弱、夫婦、敬順、婦行、專心、曲從和叔妹為名,從七個方面講述了女性應遵循的封建倫理。由於本書把分散於各經典中的倫理綱常進行了系統的分析、整理,從理論上論述了女子立身處世“三從之道,四德之儀”的道理,故對後世女性教育產生了深遠影響。當然《女誡》的問世不是突然的,是班昭在社會、歷史的多重因素的綜合作用下,有所感悟而成的。

一、儒教影響的擴大
儒家學說源自於西周的宗族禮法制度。大體上是從孔子開始,儒學作為一個學派在社會中流傳開來。雖然孔子對“鄭聲”持反對態度,孟子要求女子“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但從總體上來說,從孔子到荀子,儒學中男尊女卑的觀點不是很明顯,加之,春秋戰國時期,儒家僅是諸子百家中的一派,所以,春秋戰國時的中國女性雖被排除在國家大政之外,但在言行舉止方面所受束縛是很少的。

西漢建立之後,為了適應國家統一的局面,儒者董仲舒綜合戰國以來就流行的陰陽家的觀點,把自然、社會、人倫道德等都納入了以陰陽五行為間架和模式的“天次之序”中。董仲舒認為,人與自然是同類相通的,“天有陰陽,人亦有陰陽”。“陰”與“陽”的關係是“合”。在自然現象中,“合”表現為“陰”、“陽”有主次,有規律的變化;在社會上,“合”表現為君臣、父子、夫婦三者有尊卑主次的配合與從屬關係。他說到“凡物必有合。⋯⋯陰者陽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而合各有陰陽。⋯⋯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取諸陰陽之道。君為陽,臣為陰;父為陽,子為陰;夫為陽,妻為陰。陰道無所獨行,其始也不得專起,其終也不得分功,有所兼之義,是故臣兼功於君,子兼功于父,妻兼功于夫,陰兼功于陽,地兼功於天,天為君而覆露之,地為臣而持載之,陽為夫而生之,陰為妻而助之⋯⋯。王道之三綱,可求於天。”[1 ] [ P230 ]
由於董仲舒的天人學說適應了漢武帝時政治一統的需要,故被董仲舒改造後的儒學成為漢王朝的正統學說。加之董仲舒的政治思想和道德倫理思想是融為一體的。因此在漢王朝大力扶持儒家學說的同時,董仲舒的“王道三綱”在社會中的影響也逐漸加強。當然,董仲舒的倫理思想深入民間還需要時間的幫助。

到了東漢時,漢章帝酷愛儒學。西元79 年,漢章帝與群儒辯經于白虎觀。此次辯學,對兩漢以來的各種儒家觀點都進行了規範總結,對流行已久的“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作了更具體的規定和解釋。如“女者如也,從如人也。在家從父母,即嫁從夫,夫沒從子也。《傳》曰:婦人有三從之義也;夫有惡行,妻不得去者,地無去天之義也。”[2 ] [ P462 ]如果說董仲舒的王道三綱還是以模糊的陰陽關係解釋夫、婦關係,那麼《白虎通》則露骨的對女性的行為做了諸多無理的限制,使女性完全處於屈從地位。本來,如果《白虎通》是學者們的一次辯論叢集,那麼它的影響也不會那麼大。但由於漢章帝的參加,使本書有了禦撰的意味。故《白虎通》公佈之後,受其影響的不僅僅是一些讀書人,而是廣大的東漢皇帝的臣民們。

總之,從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到漢章帝主持的白虎觀辯論,儒學中有關女性的觀點更加理論化、系統化,並逐漸成為社會的主流觀點。班昭就生活在儒學日益教條、神化的時代裏。

二、特殊的家庭背景
班家在兩漢之際有很好的聲名,這跟班家子弟自身的努力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但深究班家之所以能夠崛起,班昭姑祖母———班婕妤的作用不可低估。班婕妤是漢成帝的妃子,她聰明、漂亮而喜讀《詩》及《窈窕》、《德象》、《女師》等篇,深得成帝的喜歡。但她並不以此為傲,反而規勸成帝。史載“成帝游於後庭,嘗欲與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祖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之乎’? 上善其言而止。”[3 ] [ P3983 - 3984 ]也許成帝從此後對班婕妤敬而遠之,但她卻得到太后的青睞,太后稱讚說“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 4 ] [ P3984 ] 當趙飛燕姐妹獨寵後宮時,班婕妤主動要求侍侯太后,終得全身而退。在太后當政的時間裏,太后給予班家巨大的好處:班婕妤的三個兄弟受到與王、許外戚同樣的待遇。“穀永嘗言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傾動前朝,熏灼四方,賞賜無量,空虛內帑,女寵至極,不可尚矣。”[5 ] [ P285 ]更為難得的是,皇帝還送給班游一套皇宮秘書的副本。從此之後,班家子弟以習書為業。到了班昭的父親班彪時,班家仍沿襲了傳統。班彪是兩漢之際的儒學大師。班彪的長子班固,也是東漢初期著名的學者,他繼承父業,完成了《漢書》的寫作;又因其對儒家經典的熟悉而參與了白虎觀辯經,並奉命編撰寫了《白虎通》。可以說,不論是《漢書》還是《白虎通》都可看出班固深厚的儒學傳統。在這種環境中成長的班昭,所受儒學影響是不可低估的。如設壇授課時,她就端坐內室,由侍女把講解內容傳給外堂的學生。可以說班昭也深受男女之別的影響。因此,可以這樣認為,西漢獨尊儒術之後儒家的倫理道德思想與其政治思想融為一體,逐漸為專攻儒術的學者所接受,並開始影響他們的日常生活。由於班昭出身于世代為儒的家庭,故雖飽學多才,但骨子裏也潛移默化的受到儒家倫理觀念的影響,並以此作為自己的行為準則。

三、寬鬆的社會環境
如果說儒家思想和家庭的影響是班昭寫書的遠因,那麼女性相對寬鬆的社會環境與東漢主流思想的矛盾則是班昭寫作的近因之一。理由很簡單:《女誡》乃班昭晚年所作,按其所說“但傷諸女方當適人,而不漸加訓誨,不聞婦禮,懼失容他們,取恥宗族,一念汝曹如此,等用惆悵。因作《女誡》七篇,願諸女各寫一通,度有補益,裨助汝身。去矣,其勖勉之。”[6 ] [ P83 ]從字面上看班昭害怕女兒們出嫁後有辱宗族。仔細推敲則不儘然。誠如班昭在《女誡·自序》中所說,她十四歲為曹家婦,此時才想到要寫文訓誡諸女,有亡羊補牢之嫌。因此可以判定,班昭作《女誡》的目的不僅僅是告誡自己的女兒們。自序中提到的“但傷諸女方當適人”中的諸女所指範圍應更為廣泛,那就是東漢王朝的女性們。既然,班昭為什麼要訓女呢?
前幾段已經說過,從漢武帝時代開始,統治者開始接受經董仲舒改造的儒學,董的“王道三綱”也逐漸被民眾所瞭解。但事實上,我們知道,一種思想要完全成為全體社會成員的共同行動是需要時間的。所以,即使是經學大盛的時代,廣大民眾的日常生活還是受傳統的習俗影響。漢以前的習俗又是怎樣的呢? 我們從《詩經》及《左傳》等文獻中可知春秋時期,男女之間的交往是很自由的。從戰國至秦末,女性們還是敢說敢做。如聶政之姊,不畏危險,千里認弟;張耳之妻,主動離開了平庸的丈夫,再嫁英雄張耳。可以說兩漢之前,社會對女性相對寬容,雖然在此時女性也已被限於家庭,但至少她們還有表達個人意志的機會。

漢王朝建立之初,奉黃老之術,行無為之治,國家制度對民眾生活的影響幾乎為零。漢初呂後獨掌大權並沒有遭到群臣的反對。只是當她大封呂氏為王時,反對的意見才開始出現;漢武帝時的大臣朱買臣的前妻就嫌丈夫只知讀書不知謀生,憤然離婚再嫁,朱買臣也平靜接受。連漢武帝的母親也是因嫌貧愛富再嫁景帝的。可見西漢一朝沿襲了前代的風俗,不以三綱為意。東漢時又怎樣呢? 光武帝在朝庭上為寡居的姐姐湖陽公主公開擇夫,雖未成功,但他說到“貴易交,富易妻”的俗諺,則反映了當時把再嫁再娶視為“乃人情乎”的自然之事。

班昭就生活在這種矛盾之中:一方面是儒家倫理道德的反復教誨,一方面由於習俗的原因女性在生活中較為自由。有“女聖人”之稱的班昭怎麼會無動於衷呢?
四、殘酷的權力鬥爭
在歷史上,東漢以外戚、宦官專權著稱。東漢在建國之初吸取前朝滅亡的教訓,倒是十分注意皇帝母族或後族的幹政。但到了漢章帝時,情況發生了變化。章帝時竇皇后為了獨寵,以陰謀手段謀害了其他後妃及其他們的家人。為了獨掌權力,竇後重用其娘家兄弟竇憲等人,使竇氏家族一手遮天。但竇家的權勢隨著新皇帝的長大,竇皇后的去世而很快削弱,連與竇憲關係密切的班固也受牽連身死獄中,可見一個家族和一個女人的關係是十分緊密的。

也就是這時,班昭以其博學多才而被請入宮廷。在這裏班昭看到了竇憲被殺,安帝舅家梁氏得勢,皇后陰氏由於牽連巫盅之事而被廢黜,鄧貴人升為皇后,鄧氏外戚當權。在宮廷裏,班昭看到了一個個女子因權力鬥爭得勢、失勢,家族也因她們的原因或雞犬升天,或抄家滅族,朝政也因此混亂不堪,國家日益衰敗。

目睹一日甚於一日的後妃、外戚之間的傾軋,回想自己姑祖母的一言一行,班昭認為,如果後宮嬪妃,能夠象班婕妤那樣按照儒家的倫理道德去做人、行事,那麼個人、朝廷、國家都將得到安寧。因此班昭將散分於各經中的倫理綱常進行系統的總結,並結合自己人生五、六十年的經歷,以一個老年人特有的溫和平緩,告誡後輩女子:女子天生就是卑弱的,低人一等;要敬順丈夫,從一而終;要曲從長輩,友愛叔妹。否則就會“失容他門,取恥宗族”。

總之,在一個儒學受到普遍尊重的社會裏,“父權的鞏固使得那些具有文化素養的上層婦女思考生活的新策略,她用自己的經驗諄諄教導女兒輩如何在既定的生活空間中適應生存,在不利的環境中以謙德忍道在丈夫的家族中站穩腳跟”。[7 ] [ P160 ]因此《, 女誡》的問世標誌著女性對父權制的服從和認同,具有轉折和象徵性的意味。當然《女誡》問世後,東漢婦女所受的限制與後世相比仍是很輕微的,後宮諸妃之間的鬥爭也不見減弱。就這個意義來說,班昭的目的並沒有達到。後來,當中國社會發展到宋元之後,由於理學家的竭力鼓吹《, 女誡》也成為束縛普通女性的枷鎖,這應該是班昭預料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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